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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索正在急剧消失的成都平原“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的关系，本文借由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

比较集中地综览了平原上史前各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共性，对史前城址聚落群与成都平原的地貌、水系、文化习尚、

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予以研究述评，以求探究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

聚落城址及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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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ods settlement is a type of inhabiting area in Chengdu Plain，which is sharply going away presently. To inquire into

the relationship of its form with that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by means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the present paper researches the common long － lasting character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and city － sites in the plain，and makes

comments on the available studie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relationship with the geomorphology，waters，cultural customs and reli-

gious believes in the Plain，as well as on the internal features of these inhabiting places. This investigation aims at revealing the inter-

relation of the form of woods settlements in Chengdu Plain with prehistoric settlements，city － sites and waters in this region.

如果将地球比作人体，水即如血液，水
系如血管，通则畅，壅则阻。人类生衍藩息
之文明莫不与水相系。水与政治、经济、宗
族、宗教、权力的文化网络、道德、文化适
应等的关系，均已进入学者研究视野［1］。
流传各地的洪水神话则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记
忆，而水神祭祀承载着今昔之人的祈望。尽
管世界各大文明古国皆诞生于大河流域，与
水关系密切，但共性之外，依旧随着 “地
方”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 “水利文明”［2］。
水利灌溉系统、社会结构、国家制度乃至地
方文化的关系应是互为条件、互为注解
的［3］，正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
治格言所隐喻，“水”既是生命的命脉，同
时也是生命的险源。两线交织共同形塑了水
－人 －地的文化地图。素有 “巴山蜀水”、
“天府陆海”之美称的成都平原与 “水”有
如孪生，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
工程，亦有中国南方最早的水利遗迹———成

都方池街西周遗址中的砾石堤坝［4］，不仅
有李冰父子的治水伟业，亦有大禹、鳖灵的
治水神话。治水功绩往往与旱涝灾害联系在
一起。素来史籍及研究，皆以都江堰水利工
程为界，李冰在岷江中心修建鱼嘴分水堤、
飞沙堰溢洪道，凿开内江进水的咽喉宝瓶
口，实行分洪减灾，引水灌田，从而形成玉
盘托珠的川西林盘聚落格局，带来水旱不馑
的天府陆海之称。那么，成都平原上这种
“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文明有何
关系呢? 或者更确切地说，史前聚落城址与
水的关系如何呢?

一、关于“聚落考古 (形态) ”的研究

聚落，在汉籍中一般指村落或人们聚居
的地方，包括城邑［5］。英语世界考古学家
用“settlement”指聚居地或村落，包括城
镇在内。 “聚落考古”或 “聚落形态”，译
自英文 Settlement archaeolgy 和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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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approach，作为一个明确定义首见于
美国学者威利在 1953 年发表的 《秘鲁维鲁
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 “人类将他们
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加以处理的方
式。它包括房屋、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
括与共同体生活有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与
处理方式。这些聚落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
所表现的技术水平，以及该文化所拥有的各
种社会互动和社会控制的制度。聚落形态的
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由普遍的文化需求所决
定，因而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解释提
供了一个策略上的出发点。”［6］威利的聚落
形态研究象征着美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时
代，他突破了文化重构和文化关系的传统研
究，促使考古学家们 “认为 ‘遗址’现象
是史前活动的代表性单位或范畴。”从而带
来多学科如年代学、类型学和地层学乃至文
化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等
联合研究的新时代［7］。

但何谓“聚落考古”? 其研究的内容是
什么? 此种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考古学界并
无共识［8］。张光直先生参照人文地理学和
民族学的现生人类的聚落研究蓝图，借用炊
格尔的聚落考古是 “利用考古学材料来研
究社会关系”的定义，将之界定为 “在社
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
这套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1 ) 聚落基
元的整理; ( 2 ) 各共时基元的链接; ( 3 )
各历时聚落基元的顺序排列; ( 4 ) 聚落资
料与其他资料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即先
界定各聚落单位，然后按照时空将之联结起
来，得到同时期的群体和种种历时的变迁，
最后寻求解释这些静态和动态现象的原
因［9］。张光直先生的研究步骤设置，很大
程度上是基于回应 1970 年美国 “西南人类
学研究组”会议议题对环境因素的过度重
视而提出的［10］。从而认同炊格尔 1968 年
《聚落形态的界定》中的观点，即考古学家
的聚落形态研究不仅 “必须考虑影响聚落

形态的各种因素，而且还要考虑不同因素影
响一个特定形态的互动方式。各种因素的重
要性会依位置状况和它们之间的临时性关系
的不同而不同。”［11］即必须关注考古聚落形
态中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方可避免破坏
性的考古实践: ( 图一)

图一 聚落形态的主要伴随物
( 采自张光直《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华夏考古》2002 年 1 期。)

因而，“聚落考古”可以概括为 “以聚
落遗址为单位来研究社会关系及人与生态环
境关系的一种考古学方法。其内容为: ( 1)
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 ( 2 ) 聚
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 ( 3 ) 聚落
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12］地理环境与生存
技能、政治组织、社会制度、贸易、婚姻、
宗教等都是影响聚落形态的重要因素。目前
在中国考古学界比较认同的是地理环境和社
会制度是影响聚落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的因
素。

二、成都平原史前聚落群与环境考古

目前对成都平原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发掘的古城聚落群的兴替演进关系的研
究中，基本围绕着两个主题在讨论: 一是宝
墩、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等遗址内部结构
形态、年代定位及其相互间演进关系的研
究，最终的诉求是建立该系列古城的年代序
列，以表征古蜀文明的连续性及其独特
性［13］; 一是探讨上述各古城遗址兴废与成
都平原古环境和气候的关系研究，最终诉求
在于解释: “为何在当时人口稀少的情况
下，成都平原小范围内有大量古城遗址密集
分布? 何以一些古城内的居住和种植历史突
然中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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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传统的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
与聚落形态、地质环境、气候等的研究已经
在研究者的视域中有意无意地结合在一起
了。但相对于北方聚落形态比较系统的研
究，目前成都平原上的古城聚落形态研究尚
处于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互相借用的阶
段。因此，笔者试图通过 “聚落考古”这
一概念的引进，对相关研究予以综述。限于
精力以及现生 “林盘”聚落可能性溯源研
究的诉求，笔者这里主要对古城聚落群与成
都平原的地貌、水系分布及其文化习尚、宗
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予以研究述评。

所谓成都平原是指 “夹持于龙门山及
龙泉山之间呈 NE － SW 向展布的山间断陷
盆地，由山前冲洪积扇相连而成的冲洪平
原。……区内自然水系分属岷江与沱江
( 图二) ，有许多人工灌溉渠道与水系相连，
河渠交织，密如蛛网。……从卫星像片
( 1988 年 5 月 1 日成像) 上可以看到岷江及
沱江 ( 由石亭江、湔江及青白江组成) 主
干出山口以后，分别以灌县、彭县牛王庙、
什邡五显庙、绵竹汉旺场为扇顶向扇缘呈放
射状分布为众多的顺直型支流，待进入扇体
中部 ( 等高线 600 米附近) ，这些支流逐渐
汇合成主干，并在新津及金堂形成冲刷扇。
因此，在平面上，区内岷江及沱江呈两端收
敛的纺锤状展布。”［15］

根据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古人
类在经历了艰苦的冰期之后，大致在 7500
年前进入气候温暖的大西洋期，此时有了全
球性原始农业与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灿烂的
新石器文明。大约在 4000 年前，气候又转
入不稳定的剧烈波动期，青藏高原、阿尔比
斯山和北美等地均出现了新冰期，冰川以外
的广大地域则持续干旱，伴以强烈风灾和突
发性洪水［16］。成都平原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1983 年，刘兴诗先生 《四川盆地第四系》
对四川盆地第四纪古环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
分析，认为全新世时期，成都平原处于干湿

图二 成都平原主干水系展布图
( 采自刘尚忠《成都平原水患治理方向探讨》，

《四川地质学报》，1990 年 2 期。)

交替期［17］。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广汉三星堆遗

址的发掘为先导，在川西平原腹心地带，先
后发掘了一系列早期古城，即宝墩文化遗址
( 包括同时期的新津宝墩村古城、温江县鱼
凫古城、都江堰市的芒城寺古城、郫县古
城、崇州市的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 、成都
十二桥遗址、金沙等古城遗址，为全新世中
期以来，成都平原的人类活动与古环境的变
化提供了新的资料。艾南山先生从这些考古
遗址提供的线索，正面探讨了成都平原全新
世古环境、人类活动遗迹、古城轴向、古城
兴亡与洪水关系。他认为在距今 7000 ～
4500 年间，属于全新世大西洋期，气候温
暖湿润，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时代，大约相
当于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都有许多古
文化遗迹出土。在四川，资阳、简阳、金堂
等地亦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但成都平原此时
一直属于沉降带，水道纵横、湖沼满布，不
宜人居。而在距今 5000 年前后，全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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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干旱期，四川盆地十分干热，可能不宜
人居，但成都平原却由于气候变干，水患减
少，加之盆地西部山地诸河流提供的丰富水
源，成了最宜人居的地方方才出现宜于人类
活动的环境。而在 3000 年前之后，开始进
入较冷的湿润期，成都平原的水患再次增
多，进入古城毁弃与重建迁徙期［18］。这与
刘兴诗、傅顺、刘建等学人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刘兴诗 《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
候问题》、傅顺等 《三星堆古文明神秘消失
的环境演化研究》等文通过实地考察、文

物特征、孢粉分析和对比研究，将三星堆主
体文化期 ( 第三、四期 ) 对应于江北期，
此时期基本气候特征除极度干旱外，尚有大
风、尘暴和间发性暴雨、洪水肆虐，和世界
上其他各地相同。 ( 第二期相当于夏商早
期，属于温暖的大西洋期，第一期相当于龙
山文化晚期属于前北方期。) 如表一所示:

傅顺等 《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
研究》、刘建《成都金沙遗址脊椎动物及古
环境研究》从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动物遗
存、孢粉分析、稀土元素等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研究分析后认为，金沙时代 ( 即 2930 年 ～

表一 三星堆文化期的古气候

地质时代 北欧、中欧
古气候期

四川盆地古气候期
( 刘兴诗) 青藏高原冰川活动 中国近五千年古气候

( 竺可桢) 三星堆古文化期

全
新
世
︵冰
后
期
︶
Q
4

晚
全
新
世
Q4

2

亚大西洋期
2500BP

三
台
期

2170
±

170BP

第一层晚期以来
第一侵蚀面

第二层北宋
第二侵蚀面

第三层唐
第四层

第五层东汉
第三侵蚀面

第六层

1809、1818、1871、
1885AD冰进长沟

小冰期、
16 ～ 19 世纪中叶

海螺沟冰进
940 ± 50BP

雪门坎冰进 1580BP
若果冰进 1900BP

第四寒冷期
明末 1400AD

第四温暖期
元 1200AD

第三寒冰期
南宋 1000AD

第三温暖期
隋唐 600AD

第二寒冷期
东汉、三国、六朝

第二温暖期
秦、汉 770BC

2800BP

中
全
新
世
Q4

2

早
全
新
世
Q4

2

亚北方期
4500BP

江北期
3000 ± 100BP
4500 ± 300BP

雪当冰进 2980 ± 150BP
贡嗄新冰期 3000BP
新路沟冰进

六尔葱新冰期 3000BP
珠峰绒布德冰水期

大西洋期
7500BP

资阳期
5540 ± 80BP
7500 ± 130BP

磨西高温期
磨西间冰期
7420 ± 90BP
珠峰亚里期

北方期
9500BP

前北方期
10200BP

前江北期
9100 ± 700BP

第一寒冷期
西周 1000BC

第一温暖期
殷商 1400BC

第四期商代晚期后段
至西周早期 3000BP

第三期商代中期至晚
期前段 1、2 号坑

3600BP

第二期夏商代早期
遗址房基月亮湾城墙

4200BP

第一期龙山文化晚期
5000BP

( 资料来源: 刘兴诗: 《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候问题》，《四川文物》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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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 年) 的成都平原植被以草本植物占优
势，局部地区为低洼的湿地，生长着大量喜
湿的蕨类植物，在较高的丘陵和山地上生长
着乔木。总体气候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
湿润气候，存在着温暖湿润和温暖干旱的气
候交替的现象。

罗虹、朱利东等《成都平原 4Ka BP 以
来黏土矿物记录的古气候变化》［19］，根据黏
土矿物含量变化的分析和对比研究，划分出
成都平原黏土矿物变化的五个阶段，得出成
都平原的气候变化经历了由温凉偏干与温暖
潮湿的交替，在 2500aBP 发生了较为明显
的快速降温过程。

上述对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时代古环
境、古气候的分析研究，为成都平原上的史
前聚落城址群的密集以及突然消失，提供了
某种可备一解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
是对今人的一种警示。

三、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城
址群与“水”的关系

根据发掘简报及研究发现，成都平原史
前聚落城址如宝墩文化遗址群、三星堆、十
二桥、金沙等都滨河而建 ( 图三) ，城址主
轴方向与附近的河流平行。城内地面普遍高
于城外地面，大多似乎都有穿城而过古河道
或者洪水冲积层。城墙与黄河流域的挖基筑
墙 ( 垂直的) 不同，普遍呈斜坡状，应有
明显的防洪功能［20］。

按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内容，即单个
聚落址及聚落址之间的共时与历时的演化关
系来看，成都平原上的史前聚落遗址，在共
时和历时的年代关系上，根据黄剑华等人的
研究，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城址群
( 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
鱼凫城、崇州市的双河和紫竹等 6 座) 到
商周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十二桥，再到一直
延续到战国时代的金沙遗址，有一个逐渐从
西南边缘逐步向腹地推进的过程。说明

图三 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分布图
( 笔者摄于金沙博物馆 2008 年 1 月 19 日)

“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
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21］这个逐渐推
进的过程似乎比较符合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
关系的一般推论，即 “平原地区的聚落遗
址，有时呈散点式分布，有时则聚集成若干
群落。……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对史前聚落的
分布也有明显的影响。最早的农业聚落遗址
多在山前平地或沼泽地带，后来逐渐向河湖
岸边和平原推进。”［22］

同时，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古环境的研
究结果相应，成都平原史前的密集的聚落城
址亦似乎在 “兴于水，毁于水”的治水文
明探索中，找到了相应的解释。刘兴诗先生
认为，在鳖灵凿山排洪、李冰完成都江堰水
利工程以前，防洪应是古代先民争取生存的
首要任务。1996 年他与童恩正等考察新津
龙马古城时，发现洪水痕迹，提出古城
“兴于洪水，废于洪水”。嗣后，在温江鱼
凫古城发现穿城而过的古河床，三星堆古城
亦有曲折穿城而过的马牧河。……从发掘的
资料可知，当时城内不仅有居室，尚有大面
积农田分布，生活、生产均赖围堤或城墙保
护。一旦冲积扇平原上的河流改道，或洪水
泛滥破城，便会予古城以毁灭性打击。人力
既无法回天，便只有迁地为良，在附近另筑
新城［23］。“三星堆遗址第 8 层是 20 ～ 50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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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厚的富水淤积层，就是洪水停滞，造成国
破城迁的有力证据。”［24］ “成都市区从西门
车站到新南门车站长达数千米的弧形地带，
属古郫江及其支流的沿河地带，分布着密集
的商末西周时期的大型遗址群，构成成都古
城的前身。这正符合 《华阳国志蜀志》、来
敏《本蜀论》等汉晋文献记载的望帝 ( 杜
宇) 遇灾，丛帝 ( 鳖令) 治水，更迭政权，
鳖令建立开明氏蜀国， ‘徙至成都’的传
说［25］。

看来，“水”与古蜀之城的关系的确非
同一般。这种关联至今仍然留在现今城市名
称中，如双流、新津、温江、蒲江、苍溪、
岳池、内江、南溪、夹江等均与 “水”有
关。有些城名，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它与水的
关系，其实却与江河大有渊源。象郫县，源
于郫江; 绵竹、绵阳源于古绵水; 梓潼源于
梓江和潼江; ……，蜀地许多民俗活动如
“游江”、“放水节”、“吃秋水”、“龙舟竞
渡”等均与水相连［26］。蜀中民谚 “四川是
个回水沱”，更是一个颇具文化意象的描
述: “蜀水”沟通内外，而 “回水沱”则兼
收并蓄［27］。

四、小 结

源于水与城关系的探讨诉求，比较集中
地综览了平原上各个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
共性的探讨，而各个聚落城址内部的关系则
几乎未暇论及。可留待他日再论。不过这里
因与“林盘”聚落溯源相关，还是简要列
举一下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新石器时代
晚期，出现的宝墩文化聚落城址群，面积大
多在 10 万到 60 万平方米左右。城中心出现
礼仪性建筑，包括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的大
房子。房屋有干栏式和槽沟式等。夏商时期
的三星堆文化聚落城址中，青铜、玉石礼器
量多体大，祭祀活动盛行，中心城市建成，
城内有居民区和农田; 十二桥文化出现巨大
的土台式祭坛、大型木构干栏式建筑群和成

组的精美铜礼器［28］。金沙村遗址是继三星
堆遗址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时间跨度
也比较大，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
期，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当在商代晚期至西
周早期，属十二桥文化偏早阶段［29］。距离
三星堆 40 多千米，以丰富全面的聚落形态
种类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内核: 窖穴
( 灰坑) 、窑址、墓葬、房址 ( 其北 700 余
米黄忠村 6 号房址系面积达 350 余平方米的
5 开间排房，应属宫殿类建筑) 等，既秉承
了三星堆突出 “神”的传统，又开启了十
二桥更为庞杂的聚落体系［30］。

这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项内容，一是
从宝墩文化聚落城址群开始，就有比较大型
的礼仪性建筑，三星堆和金沙城址不仅有大
量祭祀礼器、祭物，而且有滨河或随河迁移
的祭祀区［31］。这与蜀地盛行的水神及治水
英雄如大禹、望丛、李冰父子等的祭祀，可
能共同形成了平原上的水祭文化。限于资料
收集不足，也只有留待他日。二是干栏式和
木骨泥结构房屋，尤其是干栏式房屋建筑，
在南方比较有普遍性，可能与现生 “林盘”
聚落有某种渊源关系。但目前还缺乏比较直
接的证据，尚需更多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村
落居屋的发现，另外还需要对秦汉以来成都
平原房屋形态作考古式研究，才能下结论。

作为一种以聚落遗址为单位来研究人与
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考古学方法，“聚落
考古”研究试图根据地层遗迹复现遗址时
期“人—时—空”情境，即当时的人在怎
样的环境下如何 “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
住的地面上加以处理的方式。”这些涵括着
家居—村落—城址—区域等不同层级的聚落
遗迹，映射的是活动于其中的人群对环境的
选择、适应、空间观念、技术水平及其与各
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制度的互动与调运。
因此，一如炊格尔所言，聚落形态研究
“不仅必须考虑影响聚落形态的各种因素，
而且还要考虑不同因素影响一个特定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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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方式。”［32］但考古学家所面对的是永远
有所保留、沉默而又鲜明的大地言说。因而
几乎所有的 “复现”努力都只能是一种假
说。一种“假说”能否经得起检验，取决
于它的证据和方法的有效性及全面性。因
此，关于“水”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
关系的探索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深入。 “水”
在此已经不单单是水流、水系或洪涝之灾等
自然生态环境，还具有更多的生存技能、文
化、族群、宗教和政治意义，后一方面的探
索目前还显得比较薄弱。

［1］ 水与社会文化密切关联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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